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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公共行政学者围绕问责这一概念开展大量研究,但不同学者

对于问责这一概念的理解不尽相同,这不仅可能会阻碍概念的科学化与规范化发

展,也不利于经验研究的开展与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 为此,本文首先梳理西方公

共行政学界的问责概念,认为“契约—等级”的关系差异是造成中西方问责概念差异

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借助文献梳理和逻辑演绎,归纳总结我国公共行政领域的问责

研究中主要呈现出的四种理解向度,即作为机制的问责、作为制度的问责、作为关系

的问责与作为自律的问责,并对这四种理解的主要特征进行了论证,尝试厘清问责

这一概念的本质与特征。 这四种理解既可以作为一项“元框架”,塑造具有共识性的

问责概念,同时也为政治学与行政学的分野提供了新的考察视角。 期待这四种理解

能协助我国公共行政学者积极发现问责实践、挖掘问责经验、发展问责理论,为构建

中国问责话语体系作出原创性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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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2003 年非典事件中的“问责风暴”极大地推动了我国问责实践的探索,也加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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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责法治化的建设进程。 自此之后,问责在党的建设、政府能力建设与国家治理效

能提升等方面的重要性被一再强调。 多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问责机制与制度,如通报

批评、诫勉谈话、督察问责、终身问责等逐步得以确立(宋涛,2005;阎波,2018)。 在

学术界,问责也是国内外公共行政学者开展公共治理、公共政策研究绕不开的主题,
是“任何人都无法反对的黄金概念之一”(Bovens

 

et
 

al. ,
 

2008)。 在当代国家与社会

治理过程中,问责承载着多维功能,包括控制官僚行为、抑制腐败、提升治理效能,与
优化服务质量等(Yilmaz

 

and
 

Guner,
 

2013;
 

Han
 

and
 

Robertson,
 

2021)。 这些功能的

实现通常被视为问责的根本价值所在( Choi
 

and
 

Chun,
 

2021)。 但在具体实施过程

中,问责往往呈现为一个极为复杂、充满争议的过程。 通常情况下,问责涉及多个问

责主体,包括上级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社会公众、媒体与专业协会等。 这些不同的

问责主体对问责客体有各自的期待,比如上级领导期待问责客体不打折扣地执行其

指令,而媒体、公众与同行则要求问责客体实现公共利益、避免过失与提升回应性等。
来自不同问责主体的期待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张“问责网”(web

 

of
 

accountability),处于

问责网中的问责客体不得不疲于应对、协调、整合这些期待,随之而来的可能是挫

折、失败与绝望(Whitaker
 

et
 

al. ,
 

2004)。 问责的复杂性还体现在其涉及多个维度,
比如问责的频次、问责主体的专业性、问责主体与问责对象的关系、问责的时机等。
这些不同的维度都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问责进程和问责效度(Li

 

et
 

al. ,
 

2024)。
作为一个“舶来词”,问责常常与责任、负责等概念交织在一起。 许多政治学家

对于责任都有所论述。 责任起初属于伦理学范畴,是公共生活的自发秩序(张贤明

和张力伟,2018)。 正如西塞罗所述,责任产生于牵涉他人的行动,“任何一种生活,
都不可能没有道德责任;因为生活中一切有德之事均由履行这种责任而出,而一些

无行之事皆因忽视这种责任而致”(西塞罗,2003)。 在公共行政语境下,责任通常强

调政府责任(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意味着政府“有权力( authority)来行动,有权

力(power)来控制,有能力来理性和可靠地(在好和坏之间)进行区分及实施行为,以
及一致和可信赖地进行内心判断” (Behn,2001)。 责任的主观形态体现为职责感或

责任感(sense
 

of
 

obligation),主要指向一个行政官员感知到的义务,比如忠诚、良心以

及认同等(张成福,2000)。 而客观责任主要源于法律、社会或组织的要求。 “客观责

任不是由个人所做的,相反,乃是由别人来决定在其位应该如何谋其政” (张成福,
2000)。 政府责任与政府回应密切相关,涵盖多个维度:回应、弹性、正当程序、能力、
诚实、问责等。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政府问责是政府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府问

责主要指代政府或者政府官员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解释,并承担必要的后

果(惩罚)(马骏,2009)。 除了责任与问责的区别之外,负责也是我国公共行政研究

中常用的概念之一,负责是指“个人对责任的承包,包括报告、解释、给出理由、给出

回应,承担义务,以及提供一个评估并将之提供给外部或者外在的评判” ( Behn,
2001)。 我国的政治话语中经常强调“对人民负责”,这里的负责主要指代政府在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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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承担责任时所做出的具体行为。 例如,谢尔德谈及“发布行政信息或做出解释”就

是行政部门的负责行为,是对其“透明化”责任的履行(马骏,2010)。 从这个角度来

看,负责倾向指代的是一种意愿,侧重个体是否愿意主动担负应当承担的责任,而较

低的负责意愿可能会面临问责。
时至今日,问责这一概念的魅力并没有衰减,来自国内外公共行政学、政治学、

教育学、经济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都试图“解码”问责,为理解问责这一概念的核心

本质与主要特征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此外,国际公共行政学者也逐步尝试借助

不同研究方法,如实验方法、案例研究、混合研究方法等,对问责这一概念展开研究,
并已取得丰硕成果( Greiling

 

and
 

Halachmi,
 

2013;
 

Plescia
 

et
 

al. ,
 

2022;
 

Li
 

et
 

al. ,
 

2024)。 我国公共行政学者已经认识到问责在社会治理与公共政策实践中的重要意

义,并已开展诸多研究(胡税根和翁列恩,2017)。 但是目前学术界对于这一概念的

理解仍然呈现碎片化的趋势,也并未针对问责的内涵进行系统性比较,以探究不同

理解之间的内生性差异。 基于此,有必要从繁杂的文献中总结提炼问责的多重理解

与向度,整合我国公共行政学界积累的相关知识,从而推动问责这一概念的科学化

与规范化发展。

二、
 

问责概念的“中国逻辑”:
 

与西方理论的对话

“问责”嵌入于特定的制度、文化与历史情境下,这些情境不仅塑造了问责背后

不同的制度逻辑,而且深刻影响着对于“问责”的不同理解。 西方公共行政学者对问

责这一概念的关注始于对民主政府有效运转的理论观照。 在典型西方国家中,“政

治—行政”两分的制度背景衍生出民主政治如何有效制约官僚行政的难题。 在这种

背景下,围绕民主政府的有效运作,西方理论界开始聚焦于“问责”这一重要工具。
从这个角度来看,问责在西方典型国家的基本关系是一种特定的“契约”关系。 而与

西方典型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国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天然地构成

了一个超大规模组织,并通过一个自上而下的权威结构来保持密切互动(宋云鹏,
2023)。 这就决定了中国的问责首先服务于这个超大规模组织及其权威的有效性。
因此,问责在中国的基本关系往往不是一种“契约”关系,而是一个“等级”关系( Li,

 

2024)。 这种基于“契约—等级”的关系差异使中西方对于问责概念的理解呈现出两

方面值得讨论的关键区别。
第一,中西方问责强调不同的实践导向。 在西方经典理论叙事中,受经济学范

式的影响,“政治—行政” 关系往往被简化为“委托—代理” 结构,而“问责” 则成为

“委托—代理”的组织结构在运转过程中的副产品。 在“委托—代理”结构中,代理方

可以凭借信息不对称优势,对委托方构成“目标替代”,从而与委托方构成一种博弈

关系。 为了适应委托方对代理方的约束需要,控制代理方的“目标替代”与博弈行

为,“问责”应运而生。 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公共行政中的“问责”概念实质上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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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委托方和代理方的两个独立主体之间的平等契约联结。 基于一种可置信的约

束承诺,委托方通过“问责”将目标意图传达给代理方,而代理方则根据“问责”的可

置信程度完成行为调适。 由此,两个独立主体在“问责”的联结作用下构建了一种特

殊的契约关系。 很大程度上来讲,西方公共行政话语中对问责的理解更接近

“liability”,其是契约关系的一个核心特征。 而在中国,问责所蕴含的忠诚逻辑常常

以等级关系建立起问责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互动关联,这种等级关系并非完全由官僚

阶层的高低所决定,而是一种问责主体与生俱来的权力优势,这种权力优势具有主

动性、强制性和惩罚性,而问责客体则出于忠诚或认同感,针对问责主体的要求做出

回应或接受处置。 这种权力优势使得问责主体和问责客体之间以上下级关系而存

在。 如在媒体问责中,媒体并不位于官僚阶层的任何一部分,却能凭借媒体全面披

露真相、广泛发布信息的动机和禀赋,在问责中获得权力优势,在问责行为中处于上

位者。
第二,中西方问责遵从不同的逻辑焦点。 西方以“契约”作为问责逻辑的核心,

致力于用条款、合同等方式承载问责主客体关系,问责主客体的行为范围和行为目

标皆受到契约的限制,任何一方的违约行为都将导致契约的破裂和双方利益的破

坏,这就迫使问责主客体遵从理性的实施逻辑。 因此问责主体和客体往往是雇主和

受雇者的平行关系,两者具有显著的任务导向性,一旦完成问责任务后,构成两者的

枢纽就不复存在。 中国以忠诚作为问责逻辑的核心,而忠诚的核心主要回应了“谁

忠于谁”的“特殊依恋”问题(Hirschman,1970),也就是说,问责客体必须忠于问责主

体,且这种忠诚往往作为情感烙印深深刻入问责主客体的身份定位中,长期驱动着

问责的实施。 此外,中国的问责逻辑主要嵌于一个自上而下的组织权威结构当中,
并不指向两个独立主体之间的一种契约关系,而在这一结构下,问责转化为一种对

组织权威的忠诚检验,强调的是问责客体对问责主体(往往外化为特定的政治信念、
政治理想或者政治原则)矢志不渝的品格,这使得问责客体对问责主体的忠诚常常

会超越对自身利益的忠诚(Abbott
 

et
 

al. ,2021)。

三、
 

我国公共行政中问责概念的四种理解

在中西方公共行政理论和实践中,问责概念呈现出迥异的研究取向和研究进

路。 在我国公共行政中,问责概念以“等级关系”为导向,将问责的主客体关系、问责

流程、问责环境等置于权威—服从、上级—下级的协同互动中形成,并以“忠诚”为逻

辑,引导问责概念形成以情感为枢纽的问责目标、问责策略等。 因此,我们亟须对中

国公共行政中的问责概念进行梳理,以此全面、系统地构建中国特色的问责理论研

究范式。
在介绍问责概念之前,有必要对我国公共行政学者围绕问责这一概念所做的研

究作一简要总结,以展现这一概念在我国公共行政研究中的基本情况与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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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梳理 CSSCI 数据库 2004—2021 年发表的相关论文,可以发现,与问责相关的论

文数量呈现一定波动趋势,在 2007 年之后的上升趋势更为明显,但是这种上升趋势

的波动性较大,在 2015、2016、2021 年出版的论文数量尤其居多(如图 1 所示)。 自

2015 年至 2021 年年底,年均发文量约 10. 4 篇。 相关论文发表在 82 种期刊中,本文

选择了刊载两篇以上相关论文的期刊进行了统计(如图 2 所示)。 其中,刊登这一议

题最多的期刊是《中国行政管理》 (13 篇),其次是《政治学研究》 (6 篇),这充分表

明,我国公共行政学与政治学领域的顶级期刊长期关注问责这一概念。 除此之外,
《社会科学战线》(4 篇)和《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4 篇)等刊物也对问责研

究表现出较高的热情。 同时以《情报杂志》 (3 篇)为代表的其他学科的刊物也对问

责这一议题较为热衷。

图 1　 文献出版时间

图 2　 文献出版期刊

在研究方法上,目前围绕“公共行政中的问责”的研究包括规范研究和实证研

究,绝大多数论文仍采用规范研究进行理论阐释(114 篇),在问责的基本内涵、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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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等方面都表达了一定的观点和看法。 相形之下,少量论文用实证方法对这一议

题进行解释,其中,仅 3 篇采用实验法,8 篇采用定量方法,23 篇采用案例分析等定性

方法,这说明目前国内关于问责的实证研究数量较少,尤其是缺乏定量、实验等分析

方法的应用。
通过对目前文献的梳理与总结,本文发现,我国公共行政学者对于问责的理解

主要呈现四种不同理解与取向:作为机制的问责、作为制度的问责、作为关系的问责

与作为自律的问责。 这四种理解在本质、目的、发挥作用的策略与发挥作用的层次

等方面存在差异。 下面将围绕问责的四种理解展开详细论述。

(一)
 

问责是一种机制

现代公共行政致力于通过科学化的手段提升国家治理的水平与绩效。 从工具

论的角度来看,现代公共行政以实现善治作为目标,而问责通常体现为一种问责主

体(上级)对问责客体(下级)的控制,被视为达成善治的重要工具。 要实现这一目

标,需要深度剖析原理、机制与路径,从而全面、系统与深刻理解客观规律,采取针对

性举措,达成特定目标。 这意味着,学者们不能仅仅停留于问责的客观目标与功能,
而需要深入讨论“问责何以有效”这一核心议题。 因此,公共行政学者更多关注的是

作为一种工具的问责,这项工具不仅被视为“让问责发挥作用、产生影响的手段、机
制与路径”,且蕴含着问责对“达成善治”目标的忠诚,这就产生了将问责视为一种机

制的理论视角。 问责机制主要指代问责主体为了管理问责客体而采取的各种手段

与工具,其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特征。
第一,其本质是问责主体出于对问责规范和效度的忠诚而采纳的手段与工具。

在我国的问责实践中,问责主体可以通过多种问责手段对问责客体展开问责,且这

些问责手段呈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大致可分为传统性问责和非传统性问责两类。 传

统性问责指的是那些依靠书面、非技术支撑的问责手段,包括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

的通报和诫勉(伍洪杏和陆小成,2015)、环保部门展开的环保督察(王灿发和周鹏,
2021)、审计部门开展的审计监督(高晓霞,2020)等,这些手段主要通过处罚令、报告

等书面文件得以体现(阎波,2018)。 非传统性问责主要是问责主体依托相应的创新

技术手段,通过数字平台和数字设备对问责客体展开问责,包括网络问责、区块链问

责、平台算法问责等(周亚越,2012;刘力锐和马辉,2017;张欣,2021)。 学者们普遍

认为,互联网时代的网络问责具有匿名性、言论自由性与去权威性的特征,能够赋予

问责主体强大的信息汲取和分析能力(刘力锐和马辉,2017),激发异体问责,便于及

时、有效地发现问责客体的失责之处、督促其尽快整改,实现精准问责。 然而,这些

新的问责手段也可能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如问责过程中的谣言、问责

被舆情裹挟等(刘力锐和马辉,2017)。 不同的问责手段互相联系,通常会发展出形

式多样且相互关联的问责手段,形成问责合力,驱动有效回应行为,这种回应机制在

本质上是“多维问责式回应”(李华胤,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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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其目的是完成特定的目标。 作为一种机制,问责的主要目的或意义就是

让问责主体利用手中的资源达成特定的结果(彭国甫和陈巍,2009)。 这些特定的结

果可以指代不同的目标:既可以指代更满意的公共服务、更有效的政策执行,也可以

指代更积极的服务态度、强化责任担当、唤醒责任意识等(邓集文,2008)。 我国为了

实现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这一目标,相应地构建起绩效考核、领导干部负责制、公众参

与等一整套问责机制(文宏,2011;Li
 

et
 

al. ,
 

2022)。 需要注意的是,问责手段的应用

具有权宜性与灵活性的特征,强调问责主体可以根据不同的目标采取不同的问责手

段(崔恒,2013)。
第三,其依托特定的原则、机理发挥影响。 问责手段与问责工具的应用总是基

于一定的设计原则与机理。 这些设计原理可以是治理者基于日常工作积累的经验,
也可以是基于科学研究而形成的知识。 在问责过程中,问责主体强调容错纠错机制

的使用(金晓燕等,2021),其基于这样的设计原理:容忍问责客体的部分工作错误,
以缓解其瞻前顾后的担忧与顾虑,促使其在日常工作中敢于创新、有所作为。 我国

的终身问责机制,既强调问责的前端威慑性,又强调行为后果长期的预期性影响,这
一规则设计能够确保地方政府官员更加负责、谨慎地决策(谷志军,2015)。 而且,多
种问责机制所基于的原则与机理可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可以基于同样一种原理

产生多种问责机制。 秉持问责过程独立性原则,决策者可以设计不同的问责机制,
比如不同部门之间的权力制约、外部的问责监督、内部的问责审查等(黄冬娅,
2012)。

第四,作为机制的问责可以在宏观、中观与微观层面发挥作用。 问责机制为实

现特定目标提供了大量可选择的工具与手段(伍洪杏和陆小成,2015)。 这些手段也

可以是宏观层面的,通过特定的规范、规则确保问责目标的实现(庞明礼和薛金刚,
2017)。 有学者建议,我国应该建立和完善相对独立的机构来构建政府失职防范机

制与完善失职调查程序,以及实现“调查—回应+问责”的联动机制(张力伟,2017)。
同时,这些手段可以在中观层面发挥作用,试图借助政府绩效考核、代议机关专题询

问、政府购买等管理手段来达成特定的目标(叶托和隆晓兰,2016)。 当然,问责工具

与手段也可以在微观层面发挥影响,通过心理与微观层面的规则、技巧等干预个体

行为与行动,以规范个体行为,实现治理目标。 在应急管理中,问责风暴的频繁使用

能调节政府工作人员的心理状态,增强其履责压力(金晓燕等,2021)。

(二)
 

问责是一种制度

问责机制将问责视为一种工具,无疑对提高问责效率、实现现代公共行政的善

治目标起到推动作用。 但是,如此看待问责将无法避免一个重要问题:在问责过程

中,如何约束问责主体的主观性与任意性,从而保障问责客体对问责的合理性认知,
以及维系问责客体对问责主体乃至整个问责过程的忠诚。 这一问题将侵蚀问责的

客观性与公正性。 对此,将问责视为一种制度的理论视角开始出现,试图从理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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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化解问责的工具化危机,强化问责作为工具的合法性、权威性与客观性。 从制度

主义的角度看,公共行政必然需要一种基础性的制度确保公共价值与善治的实现,
而问责则被视为这样一种制度来回应这一需要。 作为制度的问责主要指代“问责主

体追究问责客体所带来的后果过程中所依据的准则、标准与程序” (司林波和裴索

亚,2021),其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特征。
第一,其本质是问责主体针对问责客体展开追责所遵循的规则、标准与程序,且

这些规则、标准与程序必须要在忠于党、政府、公民的基础上制定和落实。 这些规则

通常具有多样性。 我国政府推行的领导干部首长负责制强调主要领导干部在公共

政策制定、执行等方面负有主要责任(翟凯和何士青,2016)。 学者们提出的“异体问

责”制度,强调不同问责主体之间的问责,在我国主要体现为人大代表对政府的问责

制、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问责制、民主党派对政府的问责制、新闻媒体对执政党和政

府的问责制、人民法院对执政党组织和政府的问责制(周亚越和姚蕾,2010)。 当前

文献显示,不同问责主体所制定的多种规则可能遵从不同的制度逻辑,对问责过程

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在我国的具体问责实践中,地方政府往往面临来自内部的上

级政府、同级监察部门与外部的社会公众的问责(张贤明和文宏,2008;叶邦银和凌

华,2021),这些不同的问责主体往往依据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问责规范与制

度。 比如,在一些重大的公共安全事故问责中,不同的问责主体可能围绕问责处罚

具有不同的要求:要求地方政府查清事实、维护社会稳定、确保政治忠诚等。
第二,其主要目的是塑造与影响组织与个体的行为、强化组织与个体的忠诚度。

问责制度可以由政府内部(纪检办公室、检察院、财务审查部门等)或是政府外部(媒

体机构、非营利组织、国际组织)负责执行。 依据问责实施机构的不同,可以划分为

内部问责与外部问责。 政府内部上级政府部门对下级政府部门的问责就是属于内

部问责制度(俞楠和黄忠怀,2016),而政府以外的第三方对政府部门的政府绩效的

评估和调查是外部问责制度(高秦伟,2016)。 本质上讲,内部问责的实施往往依靠

“权力”,是上位权力对下位权力,以及监督权对执行权、立法权等权力的管理。 2018
年,我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成立,并被赋予针对行政权的问责权力,这是典型的内部问

责。 而外部问责手段的实施主要依靠“权利”,是公众与其他非政府权威力量基于自

身权利,针对政府行为而展开的问责(崔恒,2013)。 而且,问责制度常常借助一系列

的约束和指令来塑造与影响组织与个体行为。 约束强调“不该做什么”,禁止问责客

体采取特定的行为(邓木佳,2009)。 我国推行的权力清单制就是要明确并细化政府

的具体职责权限(麻宝斌和贾茹,2016),而有限度吸纳公众参与的相关制度,旨在推

进社会问责,实现更好的公权力监督(庞明礼和薛金刚,2017)。 指令则强调“必须做

什么”(沈岿,2017),问责客体必须承担特定责任,并达成事先承诺的绩效。 在公共

财政管理中,针对政府部门的指令包括披露部门收支情况、公开财政报告、解释问责

结果等(阎波等,2014)。
第三,其策略是借助权力与权威力量发挥影响。 作为制度的问责通常被视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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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行为正式或非正式的一种外在质询和控制(孙洪波,2013)。 其通过制度化的规

范与规则产生作用,而这些制度化的规范往往源于特定的权威或者权力主体。 这意

味着作为制度的问责天然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违反相关规范的客体可能会受到惩戒

(谷志军,2015)。 问责制度与权力、权威的密切联系在一定程度上会提升其威慑性

与引导性,促进问责客体更好地履行责任。 但是,一些学者也已开始认识到问责制

度与问责客体个体行为之间的鸿沟,即问责制度并不一定会带来规则的遵从与执

行。 公共行政学者需要开展更多研究以弥补两者之间的鸿沟,让问责制度发挥其应

有的效能。
第四,作为制度的问责通过对微观层面行为的规制与调整发挥影响。 这些规制

遵从制度主义的逻辑,试图通过制度的规制力量影响问责客体的行为(谷志军,
2015)。 其背后隐含的理论预期在于,通过制定适当的制度规范,以引导问责客体的

行为朝着特定的方向发展,最终带来较高的责任履行效率。 但是,由于问责制度本

身的宏观性,在现实的问责情境下天然地具有一定的模糊性。 参与问责过程的利益

相关者通常会依据其立场、目标、利益等,对问责制度展开解读,这样会不可避免地

催生机会主义与投机主义(郑石桥和杨婧,2013)。 在行政问责过程中,一些政府官

员或许会利用问责制度中可能存在的不足与局限性,仅披露对他们有利的信息,而
隐瞒那些可能对其不利的信息。

(三)
 

问责是一种关系

将问责视为一种制度的理论视角反思了问责工具化的局限性,但又给理论界遗

留下一个新的问题:问责过程被视为制度结构对行动者的一种单向约束,而忽视了

行动者在作为结构的问责制度中的能动作用。 这就在理论层面上造成了一种“结

构—行动者”的二元对立。 更为重要的是,现代公共行政总是力求一种来自实践世

界的客观性,而制度内生的规范性与公共行政的实践性之间的内在张力又无法回

避,从而造成了实践中的角色与关系难以在制度层面得到清晰呈现。 因此,理论界

需要在研究问责过程中进一步厘清与界定各种行动者的关系。 在这种背景下,明晰

问责主体与问责对象的关系就成为公共行政学者致力于剖析的理论迷思。 可以说,
作为关系的问责为解决制度视角的遗留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角,强调从问责

主体与问责客体间的互动角度理解问责,其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特征。
第一,其本质是在问责客体忠于问责主体的前提下,形成的一种问责主客体各

司其职的互动性权责状态。 具体而言,该状态主要体现为问责主体可以充分发挥其

积极性(文宏,2011),处于随时可以发起质询的状态(顾光海和刘丹丹,2008)。 而问

责客体基于对问责主体的忠诚,要随时做好接受审查和制裁的准备,及时向问责主

体报告、陈述、解释其责任实施情况(孙洪波,2013)。 有时,当问责客体对问责主体

的忠诚度不足时,问责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性权责状态就会充满博弈。 在公私合

作中,公共部门作为问责主体要求私人部门(问责客体)承担必要责任。 然而,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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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私人部门因违背合作协议所付出的惩治代价小于不当得利”的情况,就会招致

私人部门(问责客体)的避责行为(金晓燕等,2021)。 同时,这种互动性权责状态有

可能是失衡的。 理想状态下的公众网络问责有助于破除问责客体的“选择性回应”
取向(陈刚和王卿,2020)。 但在实践中,公众有时难以及时获取问责信息,从而处于

被动地位并导致权责的失衡(胡春艳和李蕙娟,2015)。
第二,其目的是建立依附关系,以使问责客体能忠诚于问责主体。 如前所述,与

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的问责制度本质上强调的是一种等级性的关系,在这种关

系中问责主体与客体之间不是平等的合作性关系,而是等级性的依附关系(赵淼,
2009)。 这种等级关系强调服从、忠诚与执行,侧重通过权威与权力确定、强化与巩

固问责客体对于问责主体的依附性。 在我国的具体行政实践中,问责主体可以通过

施加于问责客体的任免、调动、奖惩等行政手段,与表彰、组织支持关怀、荣誉等非行

政性手段,直接影响问责客体的忠诚度行为(曹惠民,2011)。 这些手段的综合使用

能够确保问责客体围绕问责主体的愿景、战略与目标展开行动与实施政策,以显示

对于问责主体的忠诚。 很大程度上来讲,对于超大国家的治理,等级性的依附关系

有助于问责主体与问责客体迅速达成共识、快速解决复杂和棘手的社会议题(黄冬

娅,2012)。
第三,其策略是通过隐形契约发挥影响。 作为关系的问责所侧重的是一种隐形

契约,其具有双向性的特征,即问责主体和问责客体通过协商、互动与交流形成契

约。 依据契约,问责主体明确问责客体需要完成的职责、任务与目标,问责客体根据

实际情况和拥有的资源对问责主体的要求作出调整,并承诺接受问责主体的监督与

问责(聂书江,2015)。 我国中央政府的工作报告可以被视为一种隐形契约,体现了

人民(人大代表)和政府之间的问责关系:全国人大通过听取、审议、批准国务院政府

工作报告,实现对国务院的监督与问责(秦前红和刘怡达,2017)。
第四,作为关系的问责可以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次发挥作用。 首先,当前文献

对于问责关系的讨论可以是宏观的,通过宏观叙事、历史演绎等方式,为问责主客体

关系的合法性提供学理性支撑。 比如文献中讨论的为人民负责,本质上强调的就是

一种问责关系,即我国政府接受人民的监督与质询(潘照新,2018)。 其次,问责关系

也可以指代中观层面。 当讨论的问责主体与客体指代的是特定的组织与团体时,问
责关系强调的是一种组织间关系。 例如,由党的纪委和国家监委合署办公形成的问

责主体和其他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或是环保督察、应急督察、审计督察等问责领导

小组和环保部门、应急部门、财政部门之间的关系(肖萍,2010)。 当然,作为关系的

问责也可以被视为微观层次个体之间的联系,比如文献中提及的“一把手” “行政长

官”等公共部门的核心领导与其部门中其他行政人员之间的问责关系。 再如近年来

广受关注的人大代表问责制,主要指代选民(问责主体)和人大代表(问责客体)之间

的问责关系,本质上也可以视为一种个体微观层次的问责关系(高红艳,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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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问责是一种自律

上述三种理解本质上都将问责理解为一种外在约束或控制,在现实中,问责作

用的发挥需要经过行动者的内化才能实现。 由此,将问责视为一种内生性的道德自

律就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 善治作为一个极具包容性的价值目标,涵盖多种不同的

公共价值,比如透明、公平、公正、法治、回应等。 这些公共价值是国家治理所致力于

实现的重要目标。 而这些达成善治所蕴含的多种公共价值也对公务人员个体的道

德与品性提出一些要求,比如要求个体遵守规则、服务公众、富有同情心、提升公服

务动机等,其本质就是强调公务人员需要担负起其应有的责任与义务,这与问责作

为自律的理解具有理论一致性。 作为自律的问责侧重将问责视为一种内在的修养、
价值与义务,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特征。

第一,其本质是一种忠于公共价值、公共精神的义务与责任。 与制度相似,义务

同样强调责任的履行与实现,是公共精神、行政伦理的重要体现(张贤明和张力伟,
2018)。 公共行政的本体论属性是公共性,而公共性使得责任性问题成为公共行政

问题的根源(于文轩和林荣全,2021)。 政府官员具有向社会公众、代议机关或执政

党告知、回答、解释与证明其政策合法性的义务(张贤明和杨楠,2019)。 与制度不同

的是,义务与责任侧重于通过灌输正面的思想和积极的价值理念让问责客体意识到

自己应履行的责任,从而升华其守责的优秀品质,并达成履责结果(卢宪英,2015)。
我国公共行政所崇尚的公共价值便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在我国公务员的管理

规范中,德行兼备、知行合一、
 

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张贤明和张力

伟,2018)等理念也都被积极倡导,并通过各种培训、学习与研学等方式得以强化,这
些都是问责在道德层面的重要体现。 同时,不同于制度规定,义务的约束性与控制

力有限。 多数情况下,没有完全按照义务行事并不总会带来惩戒(张贤明和杨楠,
2019)。

第二,自我责任履行是主要目标。 前三种理解侧重于外部控制,而作为自律这

一理解强调的是内部控制。 在我国语境下,其实质上是强调通过个体的自我管理与

自我控制以实现对组织的忠诚。 作为自律的问责遵从一种期望管理的逻辑(谷志

军,2015),要求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能够负责地履行其责任(于文轩和林荣全,
2021)。 从责任伦理的角度看,这种要求蕴涵着尽己之责的使命感、恪尽职守的敬业

精神和对行为后果的担当。 换言之,个体责任的履行在国家治理与治理现代化中具

有根本性作用,被视为实现善治的重要价值基础,只有当个体妥善履行其应有的责

任时,真正的善治才有可能实现(李江波和翁士洪,2017)。 我国政治文化中所倡导

的“治国、修身、齐家、平天下”的理念也是对这种理解的印证。
第三,依托伦理约束发挥作用。 作为自律的问责强调重塑责任伦理,以弥补公

共问责的制度缺陷(朱迪俭,2015)。 这种责任伦理在日常的治理过程中体现为内在

的自我约束,其源于公众对正义、良善等公共治理中美好品质的向往以及公众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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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符合公共利益的手段标准和基本价值准则” (徐邦友,2009)。 这些价值、理念与

规范将引导问责客体的日常行为,促使其履行本职工作(宋涛,2005)。 另外,这种自

我约束是隐性的,与制度相比,它不具有明确的行为指向,多数时候主要体现为对个

人责任与精神的召唤与呼吁,是对问责客体的意识约束和思想激励(杨君,2011)。
第四,作为自律的问责在宏观层次与微观层次发挥作用。 从宏观层次来讲,问

责倡导一系列规范性的价值,如公平、透明与回应性等。 这一点在我国的治理与政

策实践中,都有充分的体现。 文献中谈到的政治问责、行政问责、社会问责等均可以

视为问责客体承担的不同的义务与期望(张贤明和杨楠,2019)。 比如政治问责意味

着政治官员有义务就其在公共决策与推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行为与绩效,向社

会公众、代议机关或执政党告知、回答、解释与证明(张贤明和杨楠,2019)。 同时,关
于自律的问责也能在微观层次发挥作用,其强调问责客体个体的自我约束、自我管

理与自我提升,以及从问责客体的精神世界出发进行“心灵建设”,在此基础上使身

为个体的问责客体通过相互交流和互动,扩大自我控制的影响力,提升问责客体的

责任意识和履责价值(高晓霞,2020)。

(五)
 

小结:
 

促成“政治—行政”分野的问责概念

在我国学术界,问责并非一个持续性的主流性学术概念,也并未在我国的话语

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 从一定程度上讲,问责这个概念是我国现代行政文化发展的

制度性产物;随着现代行政文明的发展与公众行政意识的觉醒,问责这一学术概念

逐步进入我国的行政学话语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在开展政府运作研究过程

中,多采用政治学话语体系,关注的核心议题是政府官员的腐败及其治理。 但是,腐
败这一概念的理论意涵与问责具有较大的差别。 仅研究对象而言,腐败主要指向的

是公务人员行为,而问责指向的对象是多元的,可以指高级行政官员对下级行政官

员的问责,也可以指社会力量对行政官员的问责,还可以指媒体利用专业知识对行

政官员的问责。 因此,问责概念在我国公共行政话语体系中的涌现,本质上体现的

是政治学与公共行政学研究旨趣的分野:相较于政治学的研究取向,行政学的问责

研究涉及多种不同类型的问责主体与问责客体,问责主体从内部的政府问责主体开

始,逐渐强调外部问责的重要性。 而且,与政治学研究取向不同,公共行政问责研究

的价值目标也呈现多元化取向。 诸多价值目标,比如回应、透明、公平、效率等,都开

始成为问责研究的重要议题。 此外,公共行政学研究也积极借鉴管理学的方法与理

论,体现为公共行政问责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多元化取向。 比如,实验方法的逐步

引入,标志着公共行政学者针对问责这一议题的研究更加精进与成熟。 本文所介绍

的关于问责的四种理解(如表 1 所示),是我国公共行政学者基于现代公共行政的理

念、价值与规范所做出的初步探索,也是学者们形成的基本共识。 需要指出的是,这
四种理解仍是我国公共行政学者关于问责概念所做的基础性与规范性探究,随着公

共行政学科的不断成熟与完善,需要更加精细化的思考与深入的经验性研究去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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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发展本文所述的四种理解。

表 1　 我国公共行政学者关于问责的四种理解

作为机制的问责 作为制度的问责 作为关系的问责 作为自律的问责

定义

问责主体为施压

于问责客体而采

取的路径与手段

问责主体根据问责客

体履行法定责任的情

况,对其带来的后果

进行追究的准则、标

准与程序

问责主体和问

责客体在相互

作用中形成的

权责状态

问责客体应该持

有的一种义务与

责任

本质 手段与工具 规则与程序 互动性权责状态 义务与责任

目的 达成多种预定目的 塑造组织与个体行为 建立依附性关联 自我责任履行

发挥作用的

策略

通过特定原则与

机理
借助权力与权威 依托隐形契约 借助伦理约束

发挥作用的

层次
宏观、中观与微观 微观 宏观、中观与微观 宏观与微观

四、
 

结论与讨论

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发展阶段,问责的重要性都毋庸置疑,其承载着国家对善

治的深切期望,彰显着政府致力于提升服务水平的强烈意志与决心,也承载着普通

公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近几十年来,我国公共行政学者已针对这一概念展

开了大量的学术研究,试图探究问责的本质与内涵,这反映政府外部责任内部化的

新发展趋势。 目前来看,学者们的诸多努力都是有效的,帮助其发现围绕问责概念

所形成的诸多争论、挣扎与困惑。 本文致力于在厘清问责概念的本质方面作出一些

探索性的贡献,试图从繁杂的文献中梳理出清晰的研究脉络,找到学者们对于这一

概念的主流与主导性认知与理解。 本文发现的四种对问责概念的理解:作为机制的

问责、作为制度的问责、作为关系的问责与作为自律的问责,能够帮助我国学者认识

到潜藏在问责这个概念背后的学理性知识。 本文通过本质、目的、作用策略与层次

这四个维度,对四种理解进行了深度剖析,旨在帮助我国公共行政学者形成更加立

体、全面的认识。
作为一个普适性的学术性概念,“问责”已然受到国内外公共行政学者的广泛关

注。 从现象层面来看,公共行政领域的问责实践有着显而易见的共性特征。 在西方

的问责理论中,将“问责”视为机制、制度或关系的研究并不鲜见,同时也关注到了问

责的自律性。 著名的荷兰乌特勒支问责学派的代表人物 Mark
 

Bovens 认为,问责本

质上是问责主体与问责对象之间的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问责主体可以提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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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和作出判断,问责对象有义务解释和证明自己的行为,最终问责对象可能面临相

应后果”(Bovens,2007)。 而在另外一项研究中,Bovens
 

et
 

al. (2008)也从道德与机

制两个角度阐述了问责概念。 一些学者将问责狭义地理解为基于问责制度与规则

而展开的“处罚”(sanction)(Tu
 

and
 

Gong,
 

2021;Ye
 

et
 

al. ,
 

2023)。 这些研究都与本

文所讨论的四种理解有相似之处,反映了中国与西方典型国家在公共行政理论的发

展方面存在共识之处。 但与此同时,不同的历史语境又决定了理论共识的背后也存

在着深刻的内涵差异。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提出的对于问责的四种理解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

性,比如,作为机制的问责,强调各种手段与工具的使用以实现特定的问责目的,而
制度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手段。 从这一角度来讲,机制确实包含了制度因素。 而

且,作为机制的问责也可通过微观的心理干预与调整,来强化责任意识与观念,进而

影响个体的行为。 从这个角度看,作为自律的问责与作为机制的问责之间也存在交

叉与重叠之处。 因此,对于问责的四种理解,我们既要看到它们之间的差异,也要看

到它们之间的关联性。 这四种理解是作者基于现有文献所做出的阐释,其普适性仍

需更多学者进行审视与检验。 但可以肯定的是,本文为我国公共行政学者理解问责

概念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与独到的见解。 期待学者们可以针对问责的本质、特征及其

理解展开更具建设性与针对性的对话与交流,以推动问责这一概念不断发展,并为

下一步更加规范的经验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从而提升整个问责领域的研究水平。
最后,本文也呼吁我国公共行政学者应基于我国独特的制度、文化与历史传统,进一

步梳理问责实践、总结问责经验,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问责话语体系作出原创性

的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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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widespread
 

implementation
 

of
 

accountability
 

laws
 

and
 

the
 

increasing
 

emphasis
 

on
 

responsibility
 

in
 

governance,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scholars
 

have
 

undertaken
 

extensive
 

research
 

into
 

government
 

behavior
 

and
 

state
 

governance
 

through
 

the
 

lens
 

of
 

accountability.
 

Over
 

time,
 

this
 

body
 

of
 

work
 

has
 

coalesced
 

into
 

a
 

conceptual
 

framework
 

that
 

incorporates
 

multiple
 

dimensions,
 

including
 

the
 

accountability
 

subject,
 

object,
 

environment,
 

and
 

mode.
 

Despite
 

this
 

progress,
 

significant
 

variation
 

persists
 

among
 

scholars
 

regarding
 

their
 

understanding
 

of
 

accountability,
 

largely
 

due
 

to
 

differences
 

in
 

research
 

fields
 

and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Such
 

divergence
 

poses
 

several
 

challenges:
 

it
 

not
 

only
 

undermines
 

the
 

scientific
 

rigor
 

of
 

the
 

concept
 

but
 

also
 

impedes
 

its
 

standardized
 

development,
 

hinders
 

the
 

advancement
 

of
 

empirical
 

studies,
 

and
 

complicates
 

the
 

formation
 

of
 

a
 

coherent
 

accountability
 

discourse
 

within
 

the
 

Chinese
 

context.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this
 

paper
 

engages
 

in
 

a
 

comparative
 

dialogue
 

with
 

Western
 

scholarship
 

on
 

accountability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identifying
 

key
 

distinc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interpretations.
 

The
 

paper
 

posits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s
 

emphasized
 

in
 

the
 

West
 

and
 

the
 

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s
 

that
 

underlie
 

Chinese
 

governance
 

is
 

a
 

major
 

factor
 

contributing
 

to
 

the
 

divergent
 

practical
 

orientations
 

and
 

logical
 

emphases
 

in
 

the
 

two
 

contexts.
 

Western
 

accountability
 

frameworks
 

tend
 

to
 

focus
 

on
 

mutual
 

obligations
 

codified
 

through
 

contracts,
 

while
 

Chinese
 

frameworks
 

are
 

more
 

aligned
 

with
 

hierarchical
 

structures
 

and
 

power
 

dynamics.
 

These
 

foundational
 

differences
 

shape
 

both
 

the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focus
 

of
 

accountability
 

in
 

their
 

respective
 

contexts.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the
 

application
 

of
 

logical
 

deduction,
 

this
 

paper
 

identifies
 

four
 

primary
 

conceptualizations
 

of
 

accountability
 

that
 

have
 

emerged
 

in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These
 

include:
 

(1)
 

Accountability
 

as
 

a
 

mechanism,
 

which
 

refers
 

to
 

the
 

processes
 

and
 

means
 

through
 

which
 

the
 

accountability
 

subject
 

exerts
 

control
 

or
 

pressure
 

on
 

the
 

accountability
 

object;
 

(2)
 

Accountability
 

as
 

a
 

system,
 

which
 

focuses
 

on
 

the
 

established
 

criteria,
 

standards,
 

and
 

procedures
 

for
 

holding
 

actors
 

accountable
 

for
 

their
 

performance;
 

( 3)
 

Accountability
 

as
 

a
 

relationship,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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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hasizes
 

the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dynamics
 

forged
 

through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accountability
 

subject
 

and
 

object;
 

and
 

( 4 )
 

Accountability
 

as
 

self-discipline,
 

which
 

highlights
 

the
 

internal
 

obligations
 

and
 

ethical
 

responsibilities
 

assumed
 

by
 

the
 

accountability
 

object.
These

 

four
 

conceptualizations,
 

taken
 

together,
 

form
 

a
 

“ meta-framework”
 

that
 

can
 

help
 

unify
 

understandings
 

of
 

accountability
 

within
 

the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community.
 

And
 

this
 

framework
 

also
 

offers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broader
 

distinctions
 

between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By
 

embracing
 

this
 

framework,
 

Chinese
 

scholars
 

can
 

engage
 

more
 

actively
 

with
 

accountability
 

practices,
 

enrich
 

accountability
 

theory,
 

and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an
 

original
 

accountability
 

discourse
 

that
 

reflects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governance
 

system.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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